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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生长——三位作家和他们的扶贫故事

周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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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谁？
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大时代

里的小人物

二十多年前，杨遥大学毕业，在家乡山西当

乡村教师。村里人多，大人小孩都在，每个村子都

有小学，孩子们上学比现在方便，也不用家长接

送。当时乡镇基本工作是计划生育和农村税费改

革。杨遥回忆，那时乡村相对完整，老少几代都在

一片土地上过日子。

又过了10年，杨遥成了乡镇干部，当上了副

镇长。乡镇的中心工作和从前已大不一样了，农业

税已经免除，处理各种信访事件成为主要任务。直

到2015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开始吹响。2017年，山西省

出台政策，各省市县单位派干部深入基层，杨遥被

省作协安排去扶贫点挂职，担任副乡长，协助分管

当地扶贫工作。晋北人杨遥第一次深入晋南的乡

村，他说，以前也在农村生活，觉得自己对农村很

了解，挂职后才发现，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晋北多平川，交通便利，物资也丰饶。杨遥挂

职的地方坐落在山区，四周尽是黄土高坡，地貌

学叫黄土塬——顶面平坦宽阔、周边为沟谷切割

的黄土堆积高地，从高处看就像一道道险峻而贫

瘠的土岭。

“交通很不方便，距离倒不远，但是比去趟北

京还费劲。”杨遥从太原坐大巴到县城，再坐班车

到挂职的乡镇，一天两趟。整个乡镇只有一条很

窄的街道，从东走到西用不了十分钟。杨遥住在

一个三人间、上下铺的宿舍。旁边不远处是乡里

的大灶，一个大水瓮，墙角堆着炭，旁边是锅灶，

墙上挂着零星炊具。

杨遥和另外两位作家为了写山西脱贫攻坚

的长篇报告文学，也为了全面深入脱贫攻坚战

场，三年，杨遥几乎跑遍了山西的58个贫困县，

“亲眼看到的变化超乎想象”。水、电、路、网、通

讯……脱贫攻坚开始前，很多村子连基本生活保

障都不具备。原来山区的村子修旱井，下雨或下

雪时，水蓄到井里，一家子用水就指着这口井。平

时洗脸、洗手，小孩洗完大人洗，习惯了，没人觉

得不干净。而现在山上的村子，只要有几户人家，

就都通了水，修了水泥路。

因为地理原因，异地搬迁成为山西很多贫困

县脱贫攻坚的主要举措。按国家政策，每户每人

不超过25平米，还有搬迁补助。新落成的移民小

区同步配套了超市、医院、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

有的还专门建立了老年看护中心。但对很多老人

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后的驻守。一个老人跟杨遥聊

天，一说到搬迁就哭了。“他以前在山里自己种菜，

搬下来买葱买土豆都得花钱。”改变与适应总是艰

难的，好多不愿意搬迁的老人，到新小区住上一段

时间，习惯了之后也觉得比山里优越很多。

国家脱贫攻坚的主要政策是“两不愁三保

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

住房安全。在各类扶持和补助下，贫困县的基本

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杨遥说，不是说农村就意味

着贫穷，真正困难的，要么是家中有人得重病，开

销大负担重；要么是因为发生事故缺乏劳动能

力；还有的是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孩子越生越多，

也越来越穷……针对这些情况，政府都出台了相

对应的扶贫措施。

杨遥觉得，通过脱贫攻坚，农村与其他地区

甚至时代的距离拉近了。“以前的农村比较封闭，

掌握话语权的人常有血缘关系，脱贫攻坚展开

后，外部力量的引导与监督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

力。大家有了一种新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让人们有为之努力的事儿，有念想，有希望，

比单纯的物质补贴更长远。杨遥走访的贫困县

里，有的村干部能干，带领村民一起，以前种蔬

菜，现在种药材，或者开发新的养殖产业，改变以

往单一的务农模式，增加新创收。比如服装加工

业，近年来涌现到了北方贫困山区。外面工厂接

到订单再分到村里，“一天50块钱左右，一年下

来也有小两万，对他们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村

里妇女除了带孩子做饭，也相当于就业了。

还有不少地方根据风景特点开发旅游业。杨

遥走访过一个村子，依山傍水，建设得特别漂亮。

村子一年旅游收入近百万，村民们开个小卖部，

做做饭，或者打点零工，收入足以改善生活。一些

头脑灵活且有见识的企业带头人，看到了国家和

政府对扶贫的投入力度，将阵地转移到农村。杨

遥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以前开焦化厂的，回乡

弄了个香菇养殖场，从人力、设备到技术，都是最

先进的。还认识一个以前开煤矿厂的，现在转行

到农村养鸡，规模特别大，一年产值过亿，还吸引

了很多其他行业投资，他一个人，一件事，就能带

领全县人脱贫致富”。

走一遭下来，杨遥感觉，现在农村里还有一

部分人思想相对固化，需要拉一把，推一把。凡是

有想法、愿意干的人，精气神饱满，发展得也相对

好一些。网络的便捷让村民们接触到了更丰富的

讯息，“以前农村也有变化，但不是特别大。这几

年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多了，机会也多了”。

杨遥到过武乡县，山西省长治市的一个老

区，那里“微商”成了潮流。有意思的是，做微商的

人大多在40岁以上，最大的70多岁，他们在手

机上卖当地土特产，“绿色环保纯天然食品”。好

的时候一年下来收入几万块钱，对村里人来说足

以改变生活。为此杨遥写了一部微商题材的中篇

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日子好了，生活水平高了，人们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也提高了。现在原有贫困县的生活能达到

基本标准，以前的贫困户也不局限于满足简单生

活需求。”杨遥去过一个村子，做装潢业的特别

多，他问村书记，你们装潢都去哪儿？书记说，心

有多大，去的地方就有多远。

杨遥还遇到过一个月嫂，38岁，经过正式培

训后上岗，在山西当地干了一阵，去了太原，又跑

到汕头，在汕头得知深圳月嫂挣得多，于是买了

机票连夜出发。今年初她联系好了涉外机构，本

来想去加拿大当月嫂，因为疫情没去成。在家的

几个月，自己花两万块钱考了5个证。“人家说学

习不能停，懂得多了，专业了，自然雇得人多。”杨

遥说，“现在村里有规划、有追求的人不在少数

呢。”新来的村干部想在元旦办乡村晚会，担心没

有多少人参加，结果报名的人很踊跃，与贫困斗

争的人们对美好事情也有追求和期待。

说到扶贫干部，杨遥第一印象是辛苦。真正

深入农村不像一般采风。以前有同事下去挂职，

回来和杨遥讲脱贫，讲第一书记，杨遥还不理解，

等真到了脱贫攻坚中的农村，才明白现实和想象

完全不一样。“各种检查各种表格各种你要解决

的，家里的事情啥也顾不上。开展工作也不是简

单的逻辑和决定，往往办一件事，有很多客观因

素牵制，很不容易。”杨遥感叹，“刚开始老百姓对

你也不信任，工作真的挺难的。”

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大地》中，

杨遥写了驻村干部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体验。每一

位扶贫干部背后都有父亲母亲，有丈夫、妻子、孩

子，他们为“大家”时，怎样爱“小家”？在这部小说

里，杨遥始终坚持一个朴素观点：老百姓喜欢的

到底是能和他们走到一起的、贴心的干部。办实

事办好事的人，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

变化在哪？
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开始真

正思考起来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

态。”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经典之作《乡土中国》，沈

念读过十余遍。很多精彩的论断，藏着丰富而开

阔的释义。从2019年初至今，沈念深入乡村，在

具体生活中找到成为“释义”的释义之证。

去年初，沈念还在学校准备论文答辩，单位

安排他借调到省委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

区。沈念生活在湘北平原，参与扶贫工作每次下

乡十天半月，选一个乡镇居住，早出晚归，连点带

片把周边村镇的督查工作完成。如此每月往返十

余次，每次带着不同任务，沈念走过了湘南山区

的100多个村庄。

“督察”有国家制定的各项衡量标准，比如饮

水是否安全，道路是否便捷，危房改造质量如何，

扶贫款项有没有落实等。每个小组到一个村子，

要按照指标随机入户走访。督查主题也不同，有

的是看卫生情况，有的是看异地搬迁安置情况。

督察组单独行动，食宿也都自行安排，希望能真

正面对老百姓，了解真实的情况。

“贫困村的变化很大，基础设施有了很多改

变。扶贫干部能力强，单位实力强的，变化更明

显。”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实地摸底，

没达标的建档立卡，对口进行脱贫帮扶。家门口

挂的牌子上写着哪一年入贫，哪一年脱贫。去年

沈念再去看时，没有脱贫的人家已经很少了。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桐口瑶族村，有近千年

历史，是沈念申报的中国作协深入生活项目所在

地。村里有一百多户、六百多人，以前是贫困村，驻

村的扶贫干部干了三年，定点扶贫单位援助山区

整体搬迁，投入四千万，新建了独立楼房，发展民

宿等乡村旅游业，改善了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和生

活质量。沈念住的那户人家，女主人参加了村里的

舞蹈队，有游客来了进行表演，其他时间干干农活，

经营住宿，“有的人家还开了杂货店，虽然人气不是

很旺，每月也能增加2000元左右的收入，再加上

家里有人外出务工，可以说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下乡督查，沈念接触了很多扶贫干部。“他们

工作都很忙碌，脱贫攻坚时间久，各种各样的事

情下达到基层，都负担在他们身上。”沈念说，“大

家都很有责任心，每个人做事方式不同，思考问

题角度不同，能力大小也不一样。有的人最初意

识不强，但有扶贫工作队层层把关和检查，扶贫

干部们整体上精神面貌是积极的，勤恳用心的。”

与沈念同行的村干部，有几位是“老扶贫”了。

其中有位老处长，从2014年起就到了县联点扶贫，

先当了三年扶贫队长，接着干了两年督查，从县里

到村里的干部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聊起几年来

的经历，他们有时眉飞色舞，有时也心情沉重。

有想法，有干劲，扶贫真做起来，具体到每个

项目，每个细节，很多时候甚至会遇到重重困难。

沈念说，扶贫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并不是单

纯投入资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中可能会遇

到村民不理解不支持，县乡对接不到位，相关人

员对于工作想法不一致，还有自然生态的客观阻

碍等大小问题。乡土社会的变化与迁移成了基层

干部面临的难题。扶贫工作中有很多这样关乎老

百姓切身利益的事，除了沟通和协调，更需要设

身处地地想，多一分理解的温度。

一路上，他们讲酸甜苦辣的经历，印在沈念

心里，不只是故事素材，更是人性在生活中的吐丝

结网、落地生根。扶贫干部与贫困村、村干部、村民

的关系成了扶贫发展中的微妙之处，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也就有了不同的追求方式与抵达结果。

短篇小说《天总会亮》就是沈念扶贫经历的

文学产物之一。关于一个残疾家庭摆脱贫困、信

念重建的故事，沈念选择以孩子的视角折射扶贫

带来的生活之变。进入乡村，深入脱贫攻坚现场，

沈念前后写了5个中短篇小说并将集结出版。最

初，他未曾想到会写这个题材的文学作品，“及至

深入乡村（扶贫）一线的人事之中，我被身边的扶

贫人、乡村之变所感染，也因此对乡土有了不同

层面的思索”。

湘南山区的房子大多建在山上，沿着修好的

乡村公路，房子零星，屋门紧锁，问询后才得知，

主人不是到山上种地，就是到镇上或外地打工，

留下少数的老人孩子。山路多弯，走到一个坳口，

见一个长相奇特的老人坐在一幢老旧房子的屋

檐下，望着通往山下的路，沉默不语。家中只有老

两口，男主人76岁，女主人68岁。大约是上世纪

80年代，男的放牛，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

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

脑袋整个凹进去一大块。他就是刊发于《十月》的

沈念中篇小说《空山》中，易地搬迁钉子户“彭老

招”的原型。

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6年前离家

后不知所踪。老人已不再有能力外出寻子。去年

市委领导走访到此，开始帮着寻人。

这些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大时代里的芸

芸众生，他们难以言述的心情唤起了沈念的创作

冲动。写作《空山》，是沈念在下乡途中进行的目

前体量最大的一个作品。“更深层的原因是，在乡

村建设铺天盖地的当下，他们就是我们，谁都不

是独立的存在。”

聚焦于平凡的生命，聚焦时代洪流之下的变迁，

沈念写下此刻乡村发生的现实，更多隐含着对乡村

命运的思考，充分理解，才能融入、改变与重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少人忧思乡村的淳朴自

然是否会在前进中消失，在沈念看来，守和变，是

一种能量守恒。

“一方面乡村同城市接轨，一方面是自身的

建设。不同地域有不同特点，不同人群也有不同

发展方式。乡村未来的发展道路漫长，需要真正

的有识之士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如何科学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沈念去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当地政府专门请了北京的设计团队，对10个村

庄进行规划设计。团队负责人是平江人，带着建

设家乡的理想回来，地方政府提供财力与精神双

重支持。设计团队根据村庄布局、地理地貌、房屋

建设、人口资源、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整体布局。

沈念有很大触动，如今乡村在发展变化，需要真

正懂这片土地的人合理规划，从全局出发考虑。

沈念到山上去，有时能看见花费上百万修的公

路，异地搬迁后，山上的人搬了下来，公路就闲置

了吗？能否在山上建设其他项目，使公路派上别

的用处，这些都是沈念行乡途中思考的问题。

“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脱离了贫困，

乡村建设还有其他问题存在。经过这一轮精准扶

贫，乡村整体基础设施提升很大，未来更需要巩

固和保障它的成果，让已脱贫的贫困户减少遭遇

疾病和灾难的返贫风险。对这次未划入到扶贫范

围内的家庭，也需要给予必要关注和相关措施，

要使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沈念觉得，未来乡村建设应该更好，既有自

然的淳朴气息，也适宜人们便利地居住。

去年初，沈念在一个“千年瑶寨”住过几天，

他想追溯此地的“千年”来历，可原生态的民族地

域文化少有踪迹，倒是见识了逢年过节广场上表

演的长鼓，大小不一，长短不同，也有几只上了年

岁的老鼓，让他对瑶族的长鼓实物建立了初印象。

后来。他见到了村子里一位专门从事瑶族长鼓舞

表演的民间老艺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明华。

矮个子，戴顶鸭舌帽，其貌不扬的赵老从屋

里走出来，打开话匣子，和沈念反复讲述爱人离

世的经过。声音齉齉的，像是感冒了。这一次交谈

让沈念从山村回城之后，耳畔还时常响起临走问

赵老还打不打长鼓时他的回答：“打不便了！”一

个“便”字，道出了生活里的曲折起伏、得失欢悲。

费孝通说，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

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如此细思，长鼓舞传承人

的“当前”，既有着个人“过去”的投影，也是一个

民族“过去”的投影。在传承的主动与被动、记忆

的存留与舍弃之间，沈念创作出了中篇小说《长

鼓王》，发表在2020年第7期《人民文学》。

参与脱贫攻坚，沈念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对人

心智的改变。“大家的观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现

在很多地方，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包括扶贫工

作队，都是有主动性的，开始真正思考起来。”脱

贫攻坚为乡村打开了一扇窗口，村里的百姓们以

新面貌对生活，对未来，燃起了新的希望。

我又如何？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将会收

获什么

写完《百里洲纪事》，朱朝敏几乎被掏空，再

也写不出一个字。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还停

留在记录的那些事情上。现在，朱朝敏又开始写

作了，有了许多新想法，“我无法说清这里面的秘

密所在。”

百里洲几乎是朱朝敏童年和少年的记忆，她

在那里成长。那时，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

势较高，堰塘、深潭、沟渠遍布，因为地处长江水

流之中，每年夏季都要遭受或大或小的洪涝灾

害，所以当地人建筑房屋时必须先筑高台，再在

高台上建屋。百里洲由千年泥沙堆积而成，土壤

适合种植棉花和沙梨，洲棉和沙梨闻名全国，也

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后来，受到经济大潮冲击和交通不便的影

响，百里洲日益衰败。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少，种

植棉花和蔬菜因农药使用过度，造成了土壤和水

流的污染，还有不少农民中毒，医治好也留下了

身体残疾和精神问题。“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

2017年，朱朝敏参加全市精准扶贫工作，负

责联系4户贫困户。一趟归乡之旅，逆着时光的

河流溯回故土，恰恰与文学曲径通幽了，“文学就

是追根溯源啊”。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几百万人次的干部群

众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枝江就有上万名扶贫干部

投身其中。百里洲镇因为四周环水，经济发展缓

慢，贫困人口有6000余人。脱贫攻坚以来，百里洲

镇每年减少300余名贫困人口。2017年下半年精

准扶贫工作加大力度、全面铺开，湖北省很多单位

联系了相应的乡镇村庄，不仅公务员对口帮扶贫

困户，其他在编在岗的人也安排了联系对象，每

人一到五户不等。朱朝敏说，帮扶机制包括驻村工

作队，专职驻村人员一周五天四夜守在村里，其他

帮扶人员每个月必须联系帮扶对象一到两次。

2019年，朱朝敏得到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

生活”项目的扶持，到百里洲下乡更为频繁了，几

乎每周都去。几年下来，帮扶干部与扶贫对象彼

此熟悉，甚至成了亲人般的关系。“今年疫情期

间，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用电话联系，彼此鼓励

祝福。帮扶人员一起想办法帮他们销售农产品，

比如蔬菜、鱼、蜂蜜、菌子等，可以说，我所知的贫

困户，没有一家因为疫情而导致农产品浪费。”

百里洲所在的宜昌市枝江市，少山地，扶贫

工作不涉及异地搬迁，在帮扶工作中朱朝敏注意

到，所谓的贫困户几乎没人因为懒惰等主观原

因，“恰恰相反，尤其那些重点贫困户，他们内心

敏感，极有尊严感。但是，他们经济收入少甚至没

有，致贫原因几乎都是因病致贫或因残致贫”。天

灾人祸难免，“可是，烦也不能抛弃这个家啊”。

现实的乡村就是精准扶贫政策下的当下乡

村，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朱朝敏在《百里洲

纪事》后记里写到：“几乎每天，都有烧心的事情

发生。那些事情总是融合了前尘旧事、即刻生存

状况和未来的思虑，换句话说，某个特定时间的

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包含了时光的味道，

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其复杂性迫使你去了

解去交流去思考，关于生老病死，关于世故人情、

人心人性，关于时代环境，关于精神向度。”

参加脱贫攻坚以来，朱朝敏几乎走遍了百里

洲镇的每个角落，采访的家庭和帮扶人员近百名。

《百里洲纪事》记录了脱贫攻坚一线的12个故事，

12种脱贫之道。但无论哪一个，均关乎心灵和精

神，聚焦人的遭际，人的蜕变，人的喜悦，人的绝

望，还有从绝望中生出的光亮。朱朝敏觉得，自己之

于他们，是聆听者，也是一名接受恩典的受惠者。

选材时，朱朝敏没有特意考量写哪个，“与他

们交流时，我被感动了，就决定要写写他们及帮

扶人员艰难创业的事情。”无论如何卑微困窘，他

们向善向上追求美好明天的精神，犹如萤火之

光，熠熠闪耀。在朱朝敏眼中，他们不幸遭受了困

顿，值得同情，更值得理解。谁又能那么幸运地躲

过所有困厄呢？采访中，听到他们的叙述，朱朝敏

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区别。“我要写出他们在羁

绊下的挣扎，写出他们的蜕变。我知道，他们（包

括帮扶人员）的灵与肉都在变化，在变化中完成

了个体和时代的彼此构建。我想，这才是文学笔

调下的脱贫攻坚战记录。”

在百里洲，朱朝敏深深感到，弱势者的心理

困惑，大多数时候以“贫困”面目显形，换而言之，

“贫困”有多深，心理问题就有多深。因而她写下这

样一段话：假如当下中国的叙事不给予乡村中弱

势群体的心理以足够关注，是无法反映出这个庞

大群体内心的困惑的。解答不了内心的困惑，精准

扶贫也就只能停留在一些即时的表面状态上。

采访了许多家庭和帮扶对象后，朱朝敏发现

自己“小瞧”了她的亲人和这块土地。书中12个

故事涉及到的12户帮扶对象，朱朝敏曾在不同

时期去探访过多次，并为每篇文章写下了一篇后

记。开篇《塔灯》里的主人公杨勇，两个儿子今年

因为疫情一直待在家里，父子三人相处大半年，

闲着没事，就大面积地种植花菜、蒜苗、辣椒、豇

豆等等，他们的对口帮扶人员是朱朝敏的先生，

他组织亲朋好友买了他们所有蔬菜，到8月份西

瓜成熟，又联系某单位工会全部购买。8月份，

杨勇两个儿子分别出去打工，收入比去年增加不

少。朱朝敏后来了解到，他现在的心思更多放在

大儿子结婚的事情上，人有了憧憬，心情好了，精

神面貌自然大有改观。

朱朝敏的单位同事个个都是扶贫干部，所在

城市里的同学和朋友也都是。精准扶贫开展以

来，下乡是常态，入户走访有时还帮着农户干些

农活，与他们唠嗑了解家庭琐事、收入……“时

间长了，彼此什么话都讲，关系比亲人还亲。”朱

朝敏说，随着各种政策和帮扶措施出台，农村的

物质贫困消减了，心灵方面的问题开始凸显出

来。“他们道出来，说给你听，作为帮扶人员，去共

情，去理解，去想办法解决。同时，他们也在帮扶

过程中被砥砺出宽广的精神世界。这是双向构建

和成长。”最重要的是，真心真诚地对待扶贫对

象，以心换心，建立一种亲人关系，只有获得彼此

信任，才能打开对方心灵。“这些都是基本工作，

看似简单，实际琐碎，极需耐心和细致。”

精准扶贫的核心词是现场感，精神与身体都

已深入百里洲的朱朝敏觉得，距离无法避免地存

在。“但又感谢这个距离，给予观察者和记录者一

个喘息的空间，去发现去思考。”能够写作脱贫攻

坚题材的文学作品，朱朝敏认为是一种幸运，因

为乡村，也因为文学。两者的彼此渗透，才能将生

命的复杂性全盘托出。

脱贫攻坚下的乡村，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繁衍

与新生。也有人担心，某天乡村记忆也将被束之

高阁，对此朱朝敏赞同又不赞同。“我还是要说，

乡村对中国人而言，是千百年来延续的一种公众

情绪，早已融化于我们的血肉和骨髓里。……它

统率了我们的口味、方言和精神认知，还规避了

一些禁忌。这是源远流长的河流。所以，高楼大厦

矗立的城市，归根结底，也是乡村的秘密衍生。”

乡村之于中国，如同百里洲之于朱朝敏。百

里洲是她的故乡，童年少年甚至部分青春期她都

在百里洲度过，对它的了解深入骨髓。然而，有时

又觉得陌生，犹如面对一方异域。18岁以前她曾

下定决心要远离它。终于，朱朝敏和两个姐姐走

出了百里洲，朱朝敏离它最近，仅仅一江之隔。

现在，三姐妹都已到中年，时不时在微信里

说起故乡。那恰恰是一种见证，见证了生命的成

长，见证了对人世最初的理解。就在镜子般的见

证前，朱朝敏明白了，今生，无论离百里洲多远，

实际都摆脱不了它的影响。这次因为扶贫重返百

里洲，朱朝敏重新调整了角度和视野，就像镜头

拉长拉宽了——宽阔无垠的背景下，那些熟知的

故土人物不经意就闯了进来。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将会收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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